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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与我国教育民族性的构建
　　　——基于清末新教育形成过程的研究

□  陆道坤

 

 

摘要: 教育民族性是构建本民族特色教育体系的根本原则。

清末依据“中体西用”原则快速完成了体现教育民族性的教育

体系的构建：制定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教育宗旨；形成彰

显民族品性的德育规范；构建蕴含民族文化要求的教育内容体

系；立足文化自保加大对师资队伍管理。“中体西用”下教育体

系的不足在于：“中学”体量过大，冲淡了新教育的“新”味；相

对“保守”的倾向削弱了其“开放性”要求；过于强调意识形态

教育，冲淡了教育民族性建设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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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体西用”的提出与教育民族性的
“浮出水面”

乌申斯基于19世纪中提出了教育民族性命题，

认为应依据民族的文字、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特

征，建立符合民族品性的教育体系。其后，教育民

族性研究一度沉寂。随着文化全球化威胁的逐渐显

现，教育民族性问题再次走上前台，并逐渐成为关

注的焦点。立足多元文化角度的教育民族性，是民

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心理等方面在教育内容、教

育方法、教育文化和教育心理等方面规定性，而坚

持教育民族性要求从指导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实

践等全面渗透文化民族性的要求，根据民族文化对

教育的要求制定和完善教育体系。

从乌申斯基提出教育民族性的背景来看，由于

侵略等原因而导致异质文化体系的进入，往往会引

发受影响民族教育体系的重组①。这一重组过程将

会更加强调对教育民族性的恪守——教育民族性

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中国近代的情形就是

有力的佐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变局论”渐多，

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地主阶层精英以及知识精英，逐

渐意识到“保国、保种、保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由此，“中体西用”逐渐形成、完善并转而落地(逐

渐贯彻到新教育的构建和运行中）②。作为原则和核

心精神，“中体西用”是开明地主阶层和文化精英

基于政治体制、社会秩序、文化自保而产生基本态

度和价值取向。以“中体西用”统帅教育，旨在通过

教育这一堤防保住文化民族性的阵地，维护既有社

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精英阶层和开明士绅企图

借助这一思想对教育进行控制，以确保在教育改革

中，教育核心思想和内容的“不变色”。实际上，“中

体西用”不仅为教育民族性延续构筑了牢固的防护

墙，同时也为新教育体系顺利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

力地保证。“中体西用”原则下新教育建立的过程，

①19世纪50年代末，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及盲目学习德国教育的风气在俄罗斯蔓延。为挽救教育民族性并宣传爱国主义精神，乌申

斯基于1857年出版了《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一书，引发了19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运动，纷纷要求改革教育体制，建立符合俄罗斯民

族特点和利益的教育体系。

②孙培青等人认为，张之洞的《劝学篇》围绕“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进行集中阐述，(“中体西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

体系。（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17.）其之所以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于“挟朝廷之力

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参见：梁启超.自立：梁启超论人生[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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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尝试构建“中国化”教育体系的过程。

二、“中体西用”对教育的民族性内涵的
规定性

“中体西用”在教育领域的根本追诉是培养具

有“中国精神”的人，进而实现文化的传承，因而其

对民族性的规定从教育指导思想到教育实践，无一

不包。

(一）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教育主张 

1.“中学”为主的原则统领教育宗旨。“中学”

是“中体西用”的核心，“中学为主”是教育宗旨的

根本，对“中学”的重视程度往往影响着学制的存

废——“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的更替，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作为佐证。如《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之“全学纲领”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

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对“中学”颇为

含糊其辞[1](p243）。而作为“癸卯学制”铺垫的《重订

学堂章程折》则将“立学宗旨”确定为“以忠孝为

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

慎防流弊之意”[1](p298）——不仅将“中学”作核心，

同时也强调了“慎防流弊”的用意。“癸卯学制”在

“中学”的立场上则更为明确，如《奏定初级师范

学堂章程》的“教育总要”规定：“……孔孟为中国

立教之宗，师范教育务须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

不可稍悖共旨，创为异说”[1](p405）。而1906年的教育

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不仅凸显了

“中学”的地位，更是对“中体西用”创造性地政策

化——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坚守孔教是保国、

保种的根本依托。“孔子之道”是中国教育的核心

和“万世不祧之宗”，关系到“造就何等之国民”，

是否遵守它关系到民族危亡。其二、读经是孔教依

存的根本方式，因此要求各级各类学堂“宜以经

学为必须之课目”，使“国教愈崇, 斯民心愈固”[2]

(p219）。光绪帝在其后的《上谕》中指出：“学堂以中

学为主, 西学为辅; 培养通才，首重德育; 并以忠

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3](p14）。 

2.中观层面的贯彻：“中体西用”下的办学理

念。面对西方文化的汹涌来袭，清末开明士绅群体

并未“手足无措”，反而在“中体西用”原则下以海

纳百川的包容，将“西学”纳入办学实践中。无论是

孙家鼐、盛宣怀、张之洞甚至是袁世凯，都无一例

外地自觉将“中体西用”原则贯彻到办学活动中。作

为清末中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掌门人，孙家鼐认

为“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

西学凌驾中学”[4](p624）。南洋公学创办人盛宣怀则坚

持了“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的办学原则。袁世

凯办理山东大学堂时也明确要“以‘四书’、‘五经’

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5](p612）。

作为清末新学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办理两湖、经心

两书院时也认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

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4](p397）。而在派出学

生留学时，“中体西用”也成为基本要求：派往美国

留学幼童须“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

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

进”[6](p904）。以至于在出现“学徒抛荒中学”[7](p3784）

而“抛荒本业，纷纷入教”现象，而管理者容闳却公

然支持学生抛弃“中学”教育情形时，幼童赴美留

学倡导者和主要支持者李鸿章勃然大怒，并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支持奕等人撤回留美学生的决

定。

3.从官方到民间的教育思潮：“守国学而拒欧

化”。面对变局，从政界高层到基层官员，从硕学大

儒到官府幕僚，甚至一些早年来华的日本人，都认

为只有采取“中体西用”方针，才能够保护教育民族

性。“中体西用”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人心纯正”，即

“培植忠爱之心”以“保国保教保种”，“坚定三纲

五常之信念”确保“中国所以为中国”，“坚持中学”

进而“固人心，保国家”[8](p187-188)。

西方文化的冲击引发各界对民族(性）存续的忧

虑，是“中体西用”的思想背景。《时报》上一篇题为

《论今日之教育》的文章认为：“国粹欧化”的风险

在于导致国民性的丧失，若“然此风一倡……觥觥

少年根柢浅薄，入耳而惑之……而国学之根于道德

者益退而处于孤立之地位”①。这一观点与日本学者

高桥作卫不谋而合，他认为“今贵国振兴学制，固宜

以孔教为养德之基，然若不研究孔道之真谛，则道

①《论今日之教育》一文见于《东方杂志》第12期(10-13期合刊本）；摘录自“丙午九月初五之”《时报》，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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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观念未固，而独立之确心已消……”[1](p201）。无

独有偶，日本学者辻武雄一认为“孔子之教，为天地

之公道。支那三千年之道德全系孔教所维持，是以

学业修身须以孔教为主……且修身立行，以孔教足

矣”[1](p193）。

(二）彰显民族品性的德育体系                     

培养符合传统文化以及伦理要求的人，是教育

民族性核心所在。作为贯彻教育民族性要求的重要

手段——在遭遇外来文化冲击时，德育显得更为紧

迫。清末的教育体系中，无论是教育宗旨还是学堂

章程、课程设置，都将德育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作为“中体西用”名篇《劝学篇》，“内篇”详尽地

论述了道德养成的相关问题，堪为清末德育根本指

导，即所谓“先教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基础……守

儒教主义，使学与教合一……”[1](p161）。《上谕》同样

申明“培养通才，首重德育”[3](p14）。

1.高举德育大旗的学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

程》明确规定:“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今

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更宜注

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1](p243）。《奏定学务纲要》则

明确要求“以忠孝为敷教之本”，凸显了道德要求

的地位。同时，还要求各学堂“应钦遵谕旨，以端正

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正合三代学校选举德、行、

道、艺四者并重之意”。教员在讲授功课时“须随时

指导”学生，“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

使学生“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1](p495）。前后相继的

两个学制，无一例外地高举德育大旗，足见其受重

视程度。

2.体现“循序渐进”特征的德育课程设置。清

末德育内容上凸显了“循序渐进”特征，即充分适

应新式学校“分段教学”的安排，主要目的在于提

升德育的实效。如小学阶段“须趁幼年时教以平情

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于爱众亲仁、恕以及

物之旨”；中学阶段则要“坚其敦尚伦常之心”、“鼓

其奋发有为之气”[1](p328）；高等学堂阶段，即要“勉

人为善”，凸显“中正和平”要求。与这一目标对应，

德育内容设置就体现了由浅入深特征。初等小学

德育的内容是“为教员尤当以身作则，示以模范使

儿童变化气质于不自觉”、“兼令诵读有益风化之

古诗歌”，高等小学堂则讲《四书》，中学摘讲陈宏

谋五种遗规，高等学堂讲“列朝学案等书”，并“择

其切于身心日用而其说理又明显简要、中正和平者

为学生解说，兼讲本书中诸儒本传之躬行实事以资

模楷”[1](p345）。优级师范学堂在公共科增加了“《学

记》、《大戴礼·保傅篇》及《荀子·劝学篇》”等。德

育的循序渐进原则，以及德育内容的经典性和精炼

性原则，充分体现其中。

3.“尊孔”为核心的教育习俗。“尊孔”不仅仅

在于尊师重道，更在于统一价值取向、社会规范并

藉此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借助仪式、教育习俗等形

式对人的行为习惯进行塑造，是“尊孔”的重要手

段。祭孔仪式立足培养学生的敬畏心，一般在开学

之日和孔子诞辰日举行。如山东大学堂要求在“每

年开学日期及恭逢至圣先师孔子诞日，亦由中学教

习率领堂内学生，齐班行礼”。“大学堂内，恭祀至

圣先师孔子暨本省诸先贤先儒。每月朔望，由中学

教习率领各班学生行礼”[1](p45）；江南储才学堂要求

“于正楼上恭设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象，月朔辰刻

啜粥后……行三跪九叩首礼”[9](p309）。通过行为习惯

培养逐渐形成教育习俗是尊孔的“教化”功能的体

现——要求学生见到师长要行礼，并分不同场合行

不同礼。《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要求“教员到堂

时听值日生口号，同时起立致敬，教员归坐后同时

坐下”，“闻下堂号音时，教员行后学生由本日值日

生率领下堂，仍按名次行至自习室散”。此外，“学

堂禁令”还要求“对各员无失礼、在各处无犯规条

事”[1](p489）的学生给予奖励。

(三）“中学”为主的教育内容，服务于“教”而

“化”之的教育民族性要求

传统的经学、历史以及文学艺术学习，是“教”

民而“化”之，塑造具有民族品格的“人”的重要手

段。四书五经、中国历史、文学等是中国文化主要载

体，必然成为教育内容的重要部分。

1.“读经”成为课程的重要部分，借助经典施加

影响。读经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和传统，也是贯

彻中体西用的主要方法。“中国之经书, 即是中国

之宗教, 若学堂不读经书, 则……中国必不能立

国矣”[1](p498）。因此，清末新学制规定“无论大小学

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2](p219）。

 “壬寅学制”中，“读经”涵盖了《书》、《诗》、

《论语》、《孝经》、《孟子》、《三礼》、《尔雅》、

《春秋三传》、《周易》等，并要求学生对儒家、法

教 育 史 苑 “中体西用”与我国教育民族性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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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兵家、杂家、术数家、道家等全面了解[1](p241-296)。

“癸卯学制”中，各类学堂所读经书远多于前者，

增加了《钦定诗义折中》、《书经传说汇纂》、《钦定

春秋传说汇纂》、《钦定周礼义疏》等[1](p296-530)。此

外，由于师范的特殊性，读经要求就更高——“应

即用《钦定八经》讲授”。在“癸卯学制”里，中小学

堂每周读经时数占学时比分别为：初等小学40%，

高等小学33.3% 、中学堂25%、初级师范25%、优

级师范14%[10](p97）。按《学务纲要》的设计，学生到

中学毕业时“皆已读过《孝经》《四书》《易》《书》

《诗》等计十经并通大义。较之向来书塾书院所读

所解者已为加多”，对于这样的课程设置和安排，

张之洞甚为满意，“若照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

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

可昌明矣”[1](p499）。

经典研读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

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这一点在学堂的读经设计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张之洞认为“小学堂取能背诵

经书一两部者入选，不复拘定所读何经，入学堂后

愿加读何经，亦听自择。中学堂听其择读大经一部、

中小经一两部……[8](p427），但“五经四书，小学堂必

应全备……入中学后再兼习‘五经’，入专门学后再

博考群经传注，诸家解说”[1](p142）。罗振玉也持类似

观点：“将五经四子书分配大、中、小各学校，定寻

常小学第四年授《孝经》《弟子职》，高等小学授

《论语》《曲礼》《少仪》《内则》，寻常中学授《孟

子》《大学》《中庸》[1](p164）。

2.对民族语言文字重视和保护，体现了教育民

族性的特征。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将语言文字

纳入教学体系是教育民族性的根本要求。清末教育

对于语言和文字的重视，体现了社会精英对于民族

性与语言文字关系的清醒认识。首先、教育要“以

本国语言文字为主，而辅之以外国文字”[1](p161）。这

也是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的缘由，他认为“国

文既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

因此存古学堂“以国文为主，即宜注重研精中学”[8]

(p525）。其次、语言和文字的习练必须从小学抓起，

循序渐进。初级小学阶段要学习中国文字其要义在

使识日用常见之字，并诵读、吟唱古诗歌[1](p304）。此

外，小学堂要开始习字(高年级要求习楷书、行书、

习官话）[1](p320）。到了初级师范学堂，习字先教楷

书，次教行书，次教小篆，并将习字列为专科[1](p407-

409）。再次、文字的使用和创造。高等小学堂要教以

作文之法[1](p319）。而中学堂则要做三件事：学习文义

以熟悉本民族文化的脉络，因为“文者积字而成，用

字必有来历”[1](p329）；由于文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思

辨逻辑和规则，不学文法显然无法领略文化的要义

和精髓，因此中学阶段还要学习文法，此外还要求

作文。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文化素养已经有

雏形，主要任务就是练习各体文字[1](p339）。

3.突出历史教育，帮助学生养成爱国、爱民族

的情怀。民族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文化形成史，温习

历史对于坚守民族性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因此成为

重要学习的内容。历史学习集中在三个方面：政治

史——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

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

源……并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1](p319）。

经济史——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

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

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文化史——凡教历史者，

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

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1](p330）。以上三个

方面学习，旨在帮助学生形成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提升教育民族性对学生的影响。

4.“洋教习”介入教育与教育民族性的恪守。

旧式知识分子显然无法承担清末新教育创建的重

任，延请“洋教习”成为必须之举。但教会教育的宗

教色彩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也引发了清末办学者对

“洋教习”的忧虑——解决这一问题对办学者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教会教育实际上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程

度的冲击——“各教会所立学堂以昌明耶教为旨，

中国习于孔教，多不愿见异而迁”[11](p183—184），以至

于某些传教士认为“儒学力量被惊吓了，他们觉得

有必要自我保护以反对基督教的侵犯”[12](p345），因

而清末教育“立学课士，仍不弃其歧视教会之初心，

阳为尊崇孔教，其实阴拒他教”。但日本教育家嘉纳

治五郎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会教育的实质：“西

洋宣教上在中国布教的同时，也多实施其他教育，

但因其以传教为本务”[13](p170）。因此，清政府规定

“凡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堂者，一概不准其立案。

盖以外国学堂宗旨既迥然不同，课程自难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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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准其立案”，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有一国之国

民，即一国有一国之教育，匪惟民情国俗各有不同，

即教育宗旨亦实有不能强合之处”[14](p266）。——实

际上反映了办学者对洋教习的担心。

鉴于对“洋教习”警惕，办学者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以防止外来文化的侵蚀。其一、基于文化上

的接近，采取了重日本教习轻欧美教习的态度。“从

1901年至1911年，日本教习在外国教习中占有绝对

优势。1909年在中国执教的外籍教习共356人，其

中311人为日本教习，占总数的87％强”[15](p32）。中日

文化的接近以及非宗教化是选择日本教习的重要

原因，即便如此，办学者的警惕也并未消除，这一

点从日本教习的重要引进者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学

堂管理中可见一斑。其二是极力培养本国教师以

替代外国教习。实际上，在引进洋教习不久就发生

过试图以本国留洋回国学生代替洋教习的案例(虽

未成功，但却反映了一个趋势）：福建船政局学堂

1876年的外国教习重新聘任事件①。但随着留学生

大量回国，洋教习逐渐被替代。其三、严格约束“洋

教习”的行为，杜绝在学堂中传播外国文化(宗教）

行为。即“西教员不得在学堂中传习教规”[1](p482），

“如所聘西师系教士出身，须于合同内订明，凡讲

授科学，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违者应即

辞退”[1](p505）。教师“无论是否教士出身，凡在学堂

教授功课，不得藉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1](p559），这

些尝试反映了办学者贯彻教育民族性要求的努力。

三、“中体西用”与教育民族性的历史思考 

清末时代背景急剧转换的背景下，一部分具有

世界性眼光和进步意识的地主阶级群体以及知识

精英，为保护民族文化和教育体系，以“中体西用”

为核心原则，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温婉(小心翼翼

地）而有力(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新旧教育体制的良

好对接，避免了文化和教育的断裂，并实现了文化

和教育的科学延续，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当然，

“中体西用”产生的思想源头所决定的该体系的

劣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民族性的建

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教育体系所必须借鉴的。

(一）教育民族性的构建：从精神层面下行到实

践层面的努力

“中体西用”从走上前台到在教育领域的贯

彻，短短不过数年时间，但却从精神层面到制度层

面，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实现了对教育的全渗

透。

1.将“中学”设计成为对中华文化、教育无所不

包的大体系，实现了对教育民族性的有力保障。“中

体西用”中的“中学”体系可谓足够庞大，涵盖了经

学、理学、文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在今天看来失之

宽泛而缺乏凝练。但若将其置于清末的时代背景来

审视，则可以明白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时代急转

而下的背景下，缺乏精心整理和周密策划的条件，

无法对“中学”进行科学梳理和整合，因而将传统

教育中的“中学”要求以“打包”的方式全盘推出是

为最为安全的做法。另一方面是在对待西学上，朝

野内部矛盾频发，由于担心“西学”危及“中学”的

地位，保守派对“西学”极为抵制。因此，将几乎对

“中学”全覆盖的庞大体系推出，实际上是为了打消

保守派的顾虑，确保教育方案的顺利实施；此外，

推出体系庞大的“中学”也是基于实现新旧教育的

平滑对接，提高新式教育对民间读书人吸引力的举

措。为避免动荡时期读书人的疑虑以及抵制，增加

读书人的信心和提高新教育的影响力：“中学”除了

体系极为庞大外，甚至还将其副产品“出身”作为对

读书人的奖励。基于上述原因而构建的庞大的“中

学”体系，完全能够胜任保证和发展教育民族性之

需。

2.急剧转换的时代背景下，全方位构建教育民

族性体系。“中体”不仅将所用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囊

括于内，更能够结合实际运行和新式学校的特征，

实现了灵活运用。“中体”在教育领域运用中，最明

显的特征就是将文化和教育传统的要求即民族性

的要求贯穿其中，实现了对民族精神、民族行为习

惯甚至民族人格等方面的“教化”。由于“中体西

用”获得了朝野上下的认可和支持，其很快运用与

教育领域。“中体西用”原则实现了从学校设立(宗

①福建船政局学堂1876年与外国人所订合同期满，三名船政学堂毕业生被聘为教习，但尚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因而沈葆桢的继

承者丁日昌不得不重新请来四位法国教习。转引自：[美]庞百腾.沈葆桢评传[M].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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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课程设计、教育制度、教育管理等多个方面的

“落实”。应该承认，“中体西用”下的教育民族性

体系虽然较为粗糙，但却藏精华与其中，并能做到

全面涵盖。虽内容庞大，但却结构完整，不失驳杂。 

3.“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为教育民族性的

发展提供了空间。“中体西用”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

实现了对教育民族性的保护和推动是无法进行量

化论证的，但至少可以从其可行性推论其可能出现

的实际效果：其一、实现了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在

“改良”中的对接，有效地防止了教育的突变(全盘

西化），为建立本民族的教育奠定了基础。其二、对

教育民族性体系化建设，有利于管理者、教师、学生

通过自身的行动实现对教育民族性的推动。其三、

符合民族心理特征，能够快速落地。毋庸置疑，清末

仍然能够号召广大民众的仍然是传统的君主以及

精神领袖孔子，“中体西用”的原则教育民族性的贯

彻，既有利于新教育的建立，又有效地遏制了“事

事欲舍其旧而新是图”蔓延的趋势[1](p543）。毋庸置

疑，忠君尊孔被视为糟粕，但从其在教育层面的内

涵以及当时的时势、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来看，这一

表达方法就有其合理之处。

(二）瑕不掩瑜之“瑕”：在对背景进行科学假

设的基础上

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份遗产，更重要的

是一种启迪和思考。理性地审视“中体西用”下的

清末教育，可以发现其中不足或者缺憾，同样可以

为今天的教育民族性建设提供启示。

1.“中学”体量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新式

教育的“新”味。贯彻了“中体西用”思想的清末教

育中，“中学”涵盖了道德培养、读经、中国历史、中

国文字等多个方面，从其在整个教育内容和学时的

比重来看，无疑已经呈现出旧学喧宾夺主的局面。

从教育目标的达成、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人才培

养与评价等多个维度来，“中学”过于庞大，必然会

产生不利影响——“中学”在教育内容过大，挤占

了西学课程的空间，甚至使得“西学”体系相对不

完整。因此，有研究认为：新式教育和新式学堂的

“新”味不够浓，与“和魂洋才”的日本新式教育相

比，在促进教育的转型所起的作用上确实使‘现代

化’延缓了[17](p217-218）。

2.意识形态教育色彩过浓，影响了教育民族性

的构建。“中体”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产物，其所蕴

含的意识形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某种程度

上“忠君”过于受到推崇，影响了民族性主题的传

达。从教育理念来看，“忠君”与“尊孔”的并驾齐

驱，无疑将教育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忠君”的

规定也使得教育的民族性显得相对“狭隘”：即选

取的教育内容是以“忠君”的具体规定为依据的，

凡不符合这一思想的，皆被屏蔽。从教育内容来看，

修身课程中过于强调对帝制历史甚至是古代帝王

本人的尊崇，显然会冲淡了对中华文化史精髓的传

达，无助于受教育对象形成科学的文化史观以及民

族自豪感。而教育仪式中，每逢国家节日、皇帝(甚至

是慈禧）寿辰，学校必须举行大礼等要求，显然体

现了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极端强调，不仅无助于新式

人才的培养，同时也让学生颇为反感。

3.“中体西用”下民族性，显示出“保守”特征，

显然与其“开放性”要求有冲突。民族性是一个开

放的体系，这是被历史所证明的。而清末在民族性

建设方面，则以过于谨慎的态度，采用“中体西用”

原则将外来文化关在大门之外，显然与民族性的开

放性要求不符。正如日本学者嘉纳所云“中国欲活

用其固有之文明，非在乎保守，而在于进取，能吸收

世界各国之所长，以补益现在之所不足，将中西人

种两大支文明一炉而冶之”[13](p127）。但封闭体系下

的民族性，则显然无法在吸取外来优秀因子中得到

发展：“中体西用”原则审查下的西方教材因文化因

素的过滤，也无法传达其原初的面貌，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教育效果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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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Nature of Education under the Rule 
of Chinese Body and Western Use

 LU Dao-kun

Abstract: National nature of education is formed in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which acts as the most important rule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rule 

of Chinese body and western use，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with national nature had been quickly 

buil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set up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with national spirit and values; 

developed moral education norm with national character; built up education content system with national 

culture demand. The shortages of 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rule of Chinese body and western use 

are as following: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was too high and weakened new education; the 

conservative tendency weakened the demand of openness; ideology has been laid particular emphasis that 

weak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nature of education.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new education；Chinese body and western use；national natur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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